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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中国企业作为非洲大陆的后来者，利用高风险国家拥有的优势机遇、潜在的经济利益吸引了大量

中国企业前往。一方面，获取非洲丰富的矿产和石油等自然资源是对非投资的主要动机；另一方面，

中国和非洲双方在商品结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将国内过剩劳动力和资本转移到自然资源丰富

地区，实现国家与部门之间的要素转移；再者，随着非洲经济增长，非洲显现出较大的市场潜力，中国

企业将非洲当做销售产品市场。然而，由于非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面

临的风险很多，其中政治风险的检测、评估和预测是个难题。

政治风险是指国际经济活动所面临经营环境中出现的一些不连续性的难以预料的事件，由政治

变化带来的对某家企业的利润或其他利益有潜在重大影响时构成的风险。在非洲国家遭遇的政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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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中，影响最大的是政治不稳定。和其他地区相比，非洲是世界上政治较不稳定的地区，在全球风险

评估公司Maplecroft公司发布的2014年度报告对全球冲突和政治暴动指数排名中[1]，非洲53个国家中

就有6个位居前十位[2]；在非企业还遭遇了政府政策风险，如非洲大多数国家能源资源丰富，出于对自

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大多数国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政局动荡有时导致外资企业资产被新政府征用

没收。如2011年北非政局开始出现动荡，导致中石油旗下长城钻探工程公司在利比亚、尼日尔、叙利

亚、阿尔及利亚等敏感地区的6个较大的海外项目合同中止，直接损失高达12亿元。2012年的埃及、

利比亚等国家开展的民主运动，政府先后出台政策，没收中国在非资产，并且严格限制对非洲投资（张

爱玲，2016）。这类不可控的政治事件破坏了非洲各个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虽然发生政治事件的目标

不是针对外国投资者，但是直接影响了外国的投资热情，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投资非洲的海外利

益和人身安全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和侵害。

本文则从对外投资的投资流量、投资个案数和行业构成个案数来实证检验政治风险和中国企业

对非OFDI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针对不同的研究样本对政治风险和OFDI的关系得出不一致的结论。一是认为东道国政

治风险和外资流入的显著负相关性。如Nigh（1985）研究了政治事件对美国跨国公司制造业直接投资

决策的影响，通过对不同国家组间关系对比，发现发达国家只受到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的影响，而欠

发达国家同时受到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冲突与合作的影响。Schneider and Frey（1985）估计了80个欠

发达国家的OFDI流动的四种模型，其中包含经济和政治决定因素的政治经济模式，政治不稳定显著

减少了外国直接投资流入。Busse and Hefeker（2007）对1984-2003年8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政府稳定性、内部和外部冲突、腐败、法律与秩序等决定了外资流入，政府不稳定不利于外资

流入。Woodward and Rolfe（1993）分析了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投资的定位，发现政治稳定性和投资之间

的消极影响。Egger and Winner（2005）研究了1995-1999年73个发达和欠发达国家样本，发现了腐败

和FDI的显著负相关关系。Clare and Gang（2010）研究了汇率和政治风险对美国跨国公司OFDI的影

响，结果显示投资发达国家时，汇率对OFDI的影响较大，当投资欠发达国家时，减少政治风险将增加

OFDI。Cleeve（2012）研究了制度稳定和政府稳定对撒哈拉以南40个非洲国家的FDI流入的作用，发

现政治风险对FDI高度敏感；二是东道国政治风险不是FDI流入的决定性因素，且两者不存在相关关

系。如Wheeler and Mody（1992）研究发现政治因素不会影响美国FDI。Asiedu（2002）研究了撒哈拉以

南非洲国家FDI的影响，发现相同的因素在非洲不会有相同的效果，政治因素和FDI不存在显著关

系。Sethi ,Guisinger ,Phelan et al（2003）也发现政治因素对美国FDI不产生显著影响。Li and Resnick
（2003）研究了1982-1995年的53个发展中国家，研究发现政治稳定性不会影响FDI，而民主将会促进

FDI。Globerman and Shapiro（2003）通过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设施和FDI的研究发现，政治不

稳定将降低该国的FDI流入，但不会影响FDI的盈利能力。Bevan and Estrin（2004）以西方国家为研究

对象，东道国风险不是OFDI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OFDI起步晚，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的风险偏好存在偏差。Ramasamy and Yeung（2012）研究

表明中国民营企业要比国有企业面对更大的投资风险，国有企业更容易利用两国间友好关系规避风

[1]Maplecroft.Conflict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dex.
[2]这六个国家分别是：中非共和国、南苏丹、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亚和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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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Kolstad and Wiig（2012）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Quer, Claver and Rienda（2012）研究中国企业国际

化行为，发现东道国的高政治风险没有影响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但Guo and Wang（2014）研究认为中

国FDI流入高政治风险的国家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内学者也存在不同的争议，一是认为中国企

业是风险规避型，如赵青，张华容（2016）借鉴引力模型研究2003-2013年中国对133国家的OFDI，研
究结果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和中国企业OFDI存在明显负相关关系，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王建、张宏

（2011），贺书锋、郭羽诞（2009），王海军（2012）。二是风险中立型，如张雨，戴翔（2013）研究认为政治

风险对企业“走出去”不产生显著负影响，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韦军亮、陈漓高（2009），钞鹏（2012），

彭红英（2012）。三是风险偏好型。方英，池建宇（2015）基于内部化理论和实物期权解释新兴国家的

OFDI行为，研究认为中国OFDI倾向于政治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王永中、赵奇锋（2016）基于

2004-2013年中国对115个国家的OFDI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中国OFDI有明显的政治风险偏好特征。

国内文献已有关于政治风险和中国企业对非洲OFDI的研究，多数文献围绕如何应对政治风险进

行研究，如朴英姬（2009）、赛格, 门明（2010）等；较少有文章对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对非洲OFDI的影

响作出定量分析。蔡栋梁（2011）利用2005-2007的OFDI数据研究了中国对非洲投资决定因素，并没

有发现政治环境对投资的影响。本文对样本选择和投资指标加以了改进。样本选择使用中国商务部

《境外投资企业名录》中的中国对非洲各国年度投资个案，再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披露的中

国对非洲各国投资流量数据，以国家作为匹配目标，最终选择非洲20个国家的2006-2012年的平衡面

板数据，从投资流量，投资个案，投资行业结构个案数三个角度检验政治风险和中国企业对非洲OFDI
的关系，从而使结论更为客观和可靠。

三、计量模型、方法和数据

1. 模型设定与方法选择

本文利用2006-2012年中国企业对非洲20个国家OFDI的平衡面板数据来检验政治风险和中国

企业对非洲OFDI之间的关系。核心解释变量为政治风险，被解释变量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指标。

首先检验的是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之所以选择流量是因为流量能够较好地反应对外投资增长状况。

考虑投资前期对当期的带动作用，借鉴张雨、戴翔（2013）的处理方法，被解释变量为投资流量当期值，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Ofdiit=α0+α1Politicali,t+α2Ofdii,t-1+αjXi,t+μt+νi+εi,t （1）
其次检验政治风险和对外直接投资个案数，仍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计量回归，建立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如下：

Numberit=α0+α1Politicali,t+αjXi,t+μt+νi+εi,t （2）
最后检验政治风险和对外直接投资行业构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Industryit=α0+α1Politicali,t+αjXi,t+μt+νi+εi,t （3）
在式（1）（2）（3）中，α0为常数项，Ofdi表示中国企业对非洲国家的投资存量，Political表示非洲国

家的政治风险，Xj表示模型一系列控制变量，Number表示中国企业对非洲国家的投资个案数，Industry

表示中国企业对非洲国家投资的行业构成个案数，μt为时间固定效应，νi为个体（国家）固定效应，ε为

随机误差项。i=1~20，t=2006~2012。
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核心解释变量：东道国政治风险。目前已有多个国际评估机构定期对不同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

评估，最为我国学者广泛使用的是美国政治风险服务集团下属的国际国别风险评级指南机构 Inte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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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的风险评级。与同类风险评级机构相比，其政治风险指数涵盖国家较多，时

间跨度长，应用广泛，国际认可度也高，该数据库是目前比较普遍使用和可靠的，因此本文选择该数据

库的政治风险指标。该指标是月度数据，和已有文献处理方法相同，本文通过算术平均值获得年度指

标，数值范围0-100。该指标越大表明政治风险越小。

被解释变量有三个，对非直接投资流量直接用中国企业在非洲 i国投资实际流量（单位为万美

元），数据来源于各年度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对非直接投资个案数用中国企业在非洲国投资

个案数量表示，具体的方法是通过对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筛选出中国对非洲每个国家的直接

投资个案，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对非洲共53国进行了3531次个案投资，鉴于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

变量数据的可得性，只有20国满足2006年到2012 年连续投资[1]，共有1486次个案。对非直接投资行

业构成用投资不同行业的个案数表示，具体方法参考洪联英、陈思、韩峰（2015）对行业资本密集的划

分，将投资行业归类为四大类：商贸服务、生产销售、技术研发以及资源开发，其中技术研发和资源开

发数据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商贸服务和生产销售属于劳动密集行业，通过对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

名录》的经营范围这一项进行手工归类，得到行业构成个案数[2]。

控制变量的选取：对政治风险和OFDI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区位的选择研究，传统的国际投资理

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有市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效率寻求和战略资源寻求四个，但是非

洲与中国相比战略资源薄弱，较少存在战略资源寻求动机（慕绣如,李荣林,孟寒，2016），因此本文将从

市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和效率寻求三个动机析出本文的控制变量。市场寻求的目标是东道国巨大

的市场潜力，市场规模越大，东道国居民人均购买力越强，越有利于投资者实现规模经济，用东道国人

均GDP表示（单位为美元），数据来源于《UNCTAD统计数据库》；自然资源寻求表现为东道国自然资

源越丰富，越吸引企业前往（Buckley and Clegg，2010），用东道国石油、天然气、煤以共同单位（tones）计

量的年度生产总量衡量各国的能源资源禀赋，能源资源禀赋越高表明该国能源资源越丰富，数据来源

于《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效率寻求主要表现为企业利用东道国低要素成本，东道国

劳动力成本越低，越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因此用东道国相对劳工工资水平表示（单位为美元），数据

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

另外为便于各年之间进行比较，国家层面（投资流量，东道国市场规模）时间序列数据均用2006
年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最终得到2006-2012年包含20个国家共7年的平衡面板。表1为变量含义和

数据来源，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变量（除了个案）的标准差均比较小，说明数据稳定，不存在

极端异常值。

表1 变量的相关解释和数据来源

变 量
东道国政治风险指标Political

对非直接投资流量Ofdi
对非直接投资个案数Number
对非直接投资行业构成 Industry（Busi⁃
ness，Produce，Technology，Resource）
东道国市场规模Market
东道国能源资源禀赋Endowment
东道国相对劳动工资Wage

变量含义
衡量东道国政治风险，该值越
大，政治风险越小。
衡量对非直接投资实际流量
衡量对非直接投资规模大小
衡量对非直接投资的行业构成

衡量东道国市场潜力大小
衡量东道国自然资源依赖度
衡量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大小

数据来源
《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目录》手工整
理

《UNCTAD统计数据库》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

[1]这20国按照投资个案数由高到低分别为：尼日利亚、南非、赞比亚、、埃及、加纳、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坦桑尼克、

苏丹、刚果（金）、肯尼亚、津布巴韦、阿尔及利亚、莫桑比亚、乌干达、利比亚、加蓬、马达加斯加、摩洛哥、几内亚。

[2]投资行业构成个案数由高到低分别是：商贸服务、生产销售、技术研发、能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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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量结果及分析

对计量模型（1）（2）（3）估计结果之前，先检验解释变

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表3为各相关变量的系数矩

阵，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接下来

对计量模型进行估计。

每个国家的政治风险都不同且不相关，考虑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估计模型（1）
（2）（3）之前，用Hausman检验是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传统的Hausman检验假定随机效应有

效，模型（1）中Hausman检验的p值在5%下拒绝原假设，因此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式（1）。表4是对

计量模型（1）的估计结果。表4中的被解释变量为Ofdi流量，解释变量为政治风险，Ofdi滞后一期、东

道国能源资源禀赋、东道国市场规模和东道国劳动力成本三个控制变量同时纳入到计量模型（1）。结

果显示，无论是固定个体还是固定时间，政治风险指数的

回归系数为正，但是并不显著，这说明非洲政治风险指数

不对我国企业Ofdi流量产生显著的影响。可能的解释

是，中国与非洲国家政治上相对比较友好，同时中国企业

整体对非洲的政治风险意识还不够敏感，对政治风险缺

乏深入的了解，也不存在风险偏好。接着观察另外三个

控制变量，滞后一期Ofdi对本期Ofdi流量表现出明显的

带动作用，说明投资经验是投资非洲的重要因素。东道

国能源资源要素禀赋指标在个体固定效应显著为正，东

道国市场规模变量在个体固定效应显著为正，东道国劳

动力成本指标显著为负。这符合Ofdi的资源寻求、市场

寻求和效率寻求动机，说明东道国资源、市场和低劳动成

本是吸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

重要原因。

模型（2）中Hausman检验的 p值

大于 10%，不能拒绝原假设，因此随

机效用更有效，表 5为计量模型（2）
的估计结果，同时列出了固定和随机

效应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投资个

案数，解释变量为政治风险，同时东

道国能源资源禀赋、东道国市场规模

和东道国劳动力成本三个控制变量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Ofdi

Number
Business
Produce

Technology
Resource
Political
Market

Endowment
Wage

N
n
T

平均值
7.052
10.614
3.757
3.678
1.757
1.285
4.019
6.911
0.799
1.368

标准差
4.061
9.282
3.981
3.581
1.977
2.241
0.180
2.034
2.667
1.102

最小值
6.091

1
0
0
0
0

3.596
-4.605
-4.605
-0.916

最大值
13.083

47
20
24
14
14

4.285
9.671
4.464
3.333

140
20
7

注：以上变量（除了个案）均为原始数据取对数

表3 各相关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Political
Ofdi（-1）
Market

Endowment
Wage

Political
1

0.0393
0.2775
0.1986
0.2944

Ofdi（-1）
0.0393

1
0.1048
0.0479
0.0627

Market
0.2775
0.1048

1
0.3160
0.2944

Endowment
0.1986
0.0479
0.3160

1
0.3271

Wage
0.2944
0.0627
0.2944
0.3271

1

表4 对计量模型（1）的回归结果

Political
Ofdi（-1）
Endowment

Market
Wage

Country
Date
N

R-sq
Prob > F
H检验

个体固定效应
-0.124（-1.27）
0.121**（-2.53）
1.6166*（1.88）
0.957*（1.72）

-0.374*（-1.68）
Yes
NO
140
0.263
0

时间固定效应
-0.131（-0.77）
0.118**（-6.97）
1.014（1.72）
0.888（1.44）

-0.385*（-1.77）
Yes
Yes
140
0.197
0

注：括号下方为 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Ofdi

0.0140

表5 对计量模型（2）的回归结果

Political
Endowment

Market
Wage

Country
Date
N

R-sq
Prob > F

H检验p值

个体固定效应
0.715**（-2.32）
0.055**（1.83）
0.006*（-1.83）

-0.0004**（-2.48）
Yes
NO
140
0.576
0

Number
时间固定效应
0.776**（2.5）
0.0354（1.42）
0.0001（0.46）

-0.0005**（-2.23）
Yes
Yes
140
0.518
0.0014
0.1054

随机效应
0.290**（-2.34）
0.008（1.16）
0.0004（1.23）

-0.0003**（-2.26）
No
No
140
0.09
0.02

注：括号下方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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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纳入到计量模型（2）中。结果显示，政治风险指标的系数估计值为负，且在5%的水平下对投资个

案数有显著的影响。这表明，政治风险越小的国家越吸引更多的企业前来投资，政治风险越高的国家

越不利于企业前往。这与模型（1）并不矛盾，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对风险偏好不同，国有企业可以利用

两国之间的建交关系（Ramasamy and Yeung，2012），投资非洲的资源类、技术类等资本密集度比较高、

涉及金额比较大的行业，而民营企业没有良好的资金渠道，更加偏好投资于商贸服务、生产销售等劳

动密集型行业。本文的统计数据也显示，2006年到2012年中国对非洲OFDI投资个案中，中央企业投

资275次，地方企业投资1211次，民营企业走出去数量庞大，相对国有企业拥有资源优势，民营企业将

承担更大的投资风险。因此面对东道国政治风险，大部分企业将采取风险规避态度。结合模型（1）估计

结果充分说明中国企业总体的投资流量虽然不受到政治风险的影响，但投资个案数将会随着风险增

大而减少。接着观察其余控制变量，只有东道国工资水平在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

系数均为负，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投资个案数有显著的影响，说明低劳动成本将吸引更多的企业

前来投资，非洲市场存在效率寻求动机。

模型（3）中分别对四个行业商贸服务、生产销售、技术研发、能源资源个案数分别进行回归，如

表6-1,6-2所示。商贸服务的Hausman检验p值在5%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

行回归；生产销售Hausman检验的p值大于10%，不能拒绝原假设，同时选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

行回归；技术研发的Hausman检验p值大于10%，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同时选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

应进行回归；能源资源的Hausman检验p值在5%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只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政治风险指标对技术研发和能源资源的个案数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说明政

治越稳定，越有利于技术研发和能源资源行业进入，而政治风险对商贸服务和生产销售行业个案数

表6-1 对计量模型（3）的回归结果

Political
Endowment

Market
Wage

Country
Date
N

R-sq
Prob > F

H检验P值

个体固定效应
0.092（0.76）
0.019（1.05）

0.0001**（2.50）
-0.604**（-2.56）

Yes
NO
140

0.3358
0.0006

时间固定效应
0.291（1.62）
0.015（1.09）
0.0006（0.84）
-0.331（-1.31）

Yes
Yes
140

0.4527
0

个体固定效应
0.032（0.27）
0.0001（0.01）
0.0001（0.01）
-0.364**（-2.1）

Yes
NO
140
0.588
0

时间固定效应
0.165（1.56）
0.0001（0.01）
0.0004（0.03）
-0.222（-1.25）

Yes
Yes
140
0.222
0.034

随机效应
-0.073（-1.60）
-0.003（-0.53）
0.001（0.94）

-0.225**（-1.97）
Yes
Yes
140

0.1387
0.0009

注：括号下方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Business Produce

0.0154 0.4685

表6-2 对计量模型（3）的回归结果

Political
Endowment

Market
Wage

Country
Date
N

R-sq
Prob > F

H检验P值

个体固定效应
0.100（0.98）
0.006（1.38）
0.001（2.88）

-0.272**（-2.13）
Yes
NO
140

0.1707
0.0001

时间固定效应
0.215**（2.36）
0.007（1.72）

0.0001*（1.77）
-1.112（-0.83）

Yes
NO
140

0.2862
0.0041

随机效应
-0.024（-0.91）
0.0002（0.13）
0.001（1.16）

-0.120*（-1.83）
Yes
Yes
140

0.1413
0.0511

个体固定效应
0.043（0.65）

0.0062**（2.08）
-0.001（-0.57）

-0.232**（-2.09）
NO
NO
140

0.1389
0.1807

时间固定效应
0.290**（2.53）
0.001*（1.92）
-0.001（-1.63）

-0.002**（-0.003）
Yes
NO
140
0.350
0.0224

注：括号下方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Technology Resource

0.2219 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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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显著影响。原因在于，技术研发和能源资源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度比较高的行业，行业进入门

槛要求较高，能够进入的企业一般规模偏大，具有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能够及时应对和处理风险，

商贸服务和生产销售类劳动密集度较低的行业进入门槛较低，规模偏小，对风险的认识不够，这与

企业OFDI尚缺乏有效风险管理和协调机制有关，甚至有些小企业在遭遇政治风险事件后，为了减

少企业负面消息，不及时进行风险预警和控制，就导致部分企业进行OFDI时忽略了政治风险这一

关键因素，因此进行劳动密集行业的企业对政治风险表现不敏感。接着观察控制变量，东道国能源

资源禀赋变量只对能源资源行业具有显著正影响，说明能源资源越丰富，越能吸引该行业进入。东

道国市场规模变量回归结果不显著，劳动成本回归均为负，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投资行业个

案数具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较好说明了非洲劳动力成本优势对我国企业Ofdi的影响，劳动力成本

越低，越吸引我国企业对非洲OFDI，进一步证明了非洲市场的资源寻求和效率寻求动机，但对非洲

的市场寻求动机并不明显。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06-2012年中国对非洲20个国家的OFDI的平衡面板数据，分析了东道国政治风险、

东道国要素禀赋、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相对工资水平对中国企业OFDI的流量、投资个案和投资行

业个案数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非洲各国政治风险指数变量对我国企业OFDI流量不具有显著影响，对投资个案数具有显

著负向影响，对技术研发和能源资源类资本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个案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商贸服务

和生产销售类劳动密集行业个案数不具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非洲各国政治越稳定，吸引企业投资个

案数越多，吸引技术和能源资源行业投资个案数越多，但是对OFDI流量、商贸服务和生产技术行业个

案不具有影响。

第二，从控制变量来看，东道国市场规模变量、东道国能源资源要素禀赋变量和劳动力成本变量

对OFDIi流量具有显著性影响，这表明，东道国资源、市场规模和低劳动成本是吸引中国企业OFDI流
入的重要因素。对投资个案数和行业构成个案数的影响并非如此，只有低劳动成本显著影响投资个案数

和行业构成个案数，这表明，非洲劳动力成本越低，越吸引我国各行业企业前往效率寻求；另外东道国

资源禀赋变量只对能源资源行业个案数具有显著正影响，这符合经验判断，即东道国能源资源越丰

富，越能吸引该行业进入，但投资个案数和行业构成个案数对东道国的市场寻求求动机表现并不明显。

根据以上两个结论，本文的研究结果有以下三方面的政策含义。

首先，如何应对非洲政治风险问题。我国企业应该树立较强的政治风险意识，企业与企业之间需

建立良好的信息传递机制。如今无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均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中占

有一定份额，国有企业数量较少，但是实力雄厚，投资规模大，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主

体中虽然占据很大一部分比例，但个体投资规模偏小，风险意识薄弱，很多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存在盲

目性，缺少对政治风险的深入认知，对政治风险表现不敏感。因此，需要在企业与企业之间建立良好

的政治风险共享机制，吸取各方投资经验，重视政治风险的影响。

其次，如何提高我国规模偏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我国规模偏小企业需加强境外合作，或与当地

企业合作，实现规模效应。众所周知，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规模和抗风险能力远远不如国有企

业，且风险意识薄弱，非洲国家政治稳定性都比较差，企业“抱团”可以壮大企业实力，逐渐实现规模经

济，提高风险预警意识和抗风险能力。虽然政治风险难以消除，只能被削弱，“抱团”企业应积极与当

地政府政策靠拢，或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共赢，或组建合资企业，合资企业可进行利润让步，以分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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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整体增强抗风险能力。

再次，如何有效利用当地市场资源。相关部门可建立健全东道国市场资源信息数据库供企业

查询。中国企业投资盲目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法深入了解东道国市场资源信息，国有企业可以通

过政府对非洲的援助战略，享受非洲某些信息优先，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则完全是通过对市场的

观望实施市场导向型投资战略，忽视其他很多不确定性风险的存在，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建立健全东

道国市场资源信息实现数据共享，前往东道国投资自然就很大程度上能够准确把握市场信息和规

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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